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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戰火之中，秘書們開始選錄蔣中正的日

記、電文、報告、講詞等，編纂「事略稿本」

（大約意指「草稿」或「工作手稿」）。由

於國民黨撤退臺灣，稿本並不完整，且各部

分完成度不同，後人卻得以窺見中國領導人

政治正當性的建立過程。本文將「事略」與

最近似的歷代正史相較，發現其內容反映了

由古代君民到現代國家領袖與公民之間的

關係變化。此外，藉由釐清「事略」作為政

治或歷史文件的編修方法，本文指出不同秘

書主稿「事略」的目標與能力有別，影響後

世對蔣歷史遺緒的看法。

關鍵字： 蔣中正（介石），中國史學，政治領導，
政治正當性，民國時期

逐段、逐頁、逐冊，秘書以毛筆忠實寫

下蔣中正的言行。蔣的所有發言似乎都能

成為檔案，而他常滔滔不絕，他習於做三個

小時以上的演說，持續寫了六十年的日記。

蔣中正的秘書們以此類資料為基礎，編纂如

「困勉記」、「游記」、「學記」、「省克

記」、「愛記」、「復興贅筆」等年代記，

其中以「蔣公事略稿本」最為詳盡，秘書們

大量引用蔣的日記、重要電文、記者訪談、

講詞、報告、會議或演講感想。「事略稿本」

總計逾三百冊，起迄時間自 1927年至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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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事略稿本」值得重視，理由如下：首

先，「事略」的體制背景有助理解蔣中正

的權力之路。抗戰期間，塑造蔣中正政治影

響力的工作，令人難以相信地交給了國民政

府軍事委員會下的侍從室。這其實是蔣的設

計：舉剿共「匪」之大旗，遠離中央黨部與

政府層峰，拓展他在內政事務的權力。

其次，「事略」反映出民族主義與近代

化發展重新界定了領袖與人民的關係。白

話運動是促成變遷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國話

的口語化使更多的老百姓得以接觸原本由

精英獨享的視野。「事略」不僅多少帶點白

話，與歷代正史裡的帝王相較，「事略」所

呈現的蔣中正性格也較為鮮明。「事略」因

此標誌了中國領導人的相關史料在內容與

風格上的變遷，呈現由古代君民到現代國家

領袖與公民之間的關係變化。

再者，「事略」讓人看到了建立蔣中正

後世政治正當性的幕後努力。「事略」的文

體使編纂者有極大彈性去選擇與組織資料。

此外，由於稿本始終未完成且各部分完成度

相異，許多較具爭議或使人受辱的訊息便能

不對外公開。三位主稿秘書各自負責不同年

份的「事略」而使差異互見。檢視「事略」

作為政治或歷史文件的編修方法與原則，顯

示主稿者能力與編纂目標各異，對於修史與

美化領袖形象的政治意圖如何權衡，取捨亦

不相同。

本文有二發現：其一，「事略稿本」的

編纂與中國政治領導風格的重要變遷若合

符節。蔣中正明白並反映了新興的大眾政

治。不論是事實或是他與幕僚的看法，政治

正當性的基礎一反既往，端賴現代化、民族

主義及愛國主義。「事略」的內容體現了這

樣的改變，例如「事略」收錄蔣中正對中國

青年的講詞，對照以往的正史則盡是較為抽

象的令告與官方紀錄。

其二，戰亂期間蔣中正仍留意修史，不

論戰爭結果如何，堅決要為後世塑造其政治

正當性。然而蔣畢竟無法任意操控他身後的

影響力。秘書們編纂「事略」的各自目標與

能力，左右了蔣中正公眾形象的敘述與可信

度，也因此明顯地提升或減損了他個人的努

力。藉由探索蔣當權時本身的形象塑造與秘

書重塑工作之間的相互作用，本文嘗試對以

修史塑造政治正當性的過程與如何評價這

類史料，有更寬廣的認識。

蔣中正《事略稿本》的背景

1940年起，侍從室秘書開始進行稿本
的編纂工作。在 1930至 1940年代，侍從
室對蔣中正政權舉足輕重。1932年蔣中正
復權後，隨即重建並親自領導軍事委員會，

隔年夏天於委員會下成立剿匪總司令部、

行營及侍從室。重要的是，蔣中正將這三

個機構分別設置於南昌、漢口、重慶、西

安等處，遠離南京中央政府與黨部（So, 
2002:218），並幫助他控制這些地區，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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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汪精衛在形式上擁有行政管轄權。

侍從室是權力核心所在。根據當時供職

的何廉表示，侍從室有效地將行政院排除

在核心之外（So, 2002:218-19）。根據 1935
年至 1947年間跟隨蔣中正的居亦僑觀察，
侍從室如同皇帝印璽，核准所有重要人事任

命與軍事行動。居亦僑（1988:16）進一步
指出，蔣中正強調個人聯繫與地緣關係，以

確保人員忠誠。侍從人員不是他浙北奉化同

鄉，就是黃埔軍校出身。

抗戰初期，蔣中正將侍從室遷往抗戰之

都重慶，並擴編增設三處與侍衛長。第一處

處理軍事業務，第二處政治業務，第三處安

全事務〔譯註：應為人事業務〕，侍衛長則負責蔣

中正人身安全（張令澳，1995:13-14）。
侍從室第二處第五組（簡稱侍五組）與

本文特別相關。侍五組秘書們早先都是蔣中

正的眼目，分別精通英、法、德、日、俄等

外語。侍從人員張令澳指出，1940年侍五
組業務改為「專事整理、編纂和保管蔣中正

自北伐以來的言論、文告、信札、日記、實

錄等工作」（張令澳，18），暗示幕僚此時
已經開始編纂「事略稿本」。即使是戰爭期

間，侍五組又設於軍事機關之下，蔣中正展

開編修他個人領導史的工作，無論戰爭結果

如何，他也不忘確立身後的政治影響力。

陶希聖早年曾為蔣中正《中國之命運》

一書撰稿（張令澳 1995:18），1938年繼陳
布雷之後主管侍五組，陳則升任第二處處

長，是侍五組的頂頭上司。自 1925年起迄

蔣中正逝世為止，前後共計四人負責保管

蔣中正的個人文卷，依序為毛思誠（1925-
1934）、陳布雷（1934-1946）、周宏濤
（1946-1958）、秦孝儀（1958-1975）（張
炎憲，2003:i-ii）。
目前並不清楚究竟陳布雷與陶希聖如何

督導「事略」的編纂工作。稿本的前後變化

明顯可見，但都是秘書們手改的。此外，這

些稿本看似初稿，特別是 1927年至 1933年
的部分，似乎是主稿者個人所為。幾十年

後，稿本已運往臺灣，秦孝儀又加註評語，

有時直接寫在稿本上，有時則以小紙條附

上。這些評語與當年主稿的風格相異，可以

輕易識別（參見孫詒，1927年 9月 2日）。
雖然有專人支援蒐集資料，三位主稿秘

書主要負責 1927至 1934年「事略」的文稿
節抄工作。首先，由「事略稿本」的實際狀

況可見端倪。稿本各冊以細白線裝訂，主稿

秘書於封面簽名，並親筆以楷書繕寫全冊。

以時間為經分年編撰，再按月分冊（有時為

半月或雙月）。三位主稿者包括：孫詒負責

1927、1930、1933年；王宇高負責 1928、
1931、1932年；袁惠常負責 1929、1934年。
其次，三人「語調」各異，例如袁惠常語帶

恭敬、孫詒明顯草率，各人分別負責的年份

所呈現風格是一致的。

三位主稿秘書中，僅王宇高（1897-
1984）的生平較為人所知。他曾教授中醫
學、主編中醫雜誌，卻偏離本業，擔任蔣中

正的侍從達十年之久。某些一般因素使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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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雀屏中選去編纂「事略」、「愛記」及

「學記」。首先，王宇高是蔣的奉化同鄉，

當年籍貫對於終生關係的建立十分重要；

其次，1937年抗戰爆發中斷了他在浙江的
工作，因而加入其他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

的行列，移居重慶。再者，他精通中醫學，

嫻熟古文，這些都有助於彙整蔣中正的檔案

資料。王宇高在侍從工作上必定相當成功，

1945年蔣中正領導抗戰勝利後，他升任文
官處編審與國史館協修，被賦予更大的責

任。然而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後，王宇高回

到浙江寧波重操舊業，並未跟隨蔣中正到臺

灣（奉化市農業信息網，日期不詳）。

正如產生「事略」的體制背景有助於了

解蔣中正的領袖之路，體制的中斷影響了

「事略」的保存工作，也反映了國民黨歷史

及其轉型。主要間斷來自於國民黨撤退到臺

灣，主稿秘書無法繼續改稿。如上所述，王

宇高並未來臺。然而，隨蔣中正來臺的秘書

秦孝儀努力延續「事略」的原始目標，他積

極研讀稿本，在適當處加以修正，並據此最

終於 1978年完成了八冊《總統蔣公大事長
編初稿》，讀來有如官方版本的傳記。

國民黨撤臺使「事略」的編纂中斷且失

去整體性，而臺灣的民主化則可被視為體制

再次間斷的原因。基本上，蔣中正檔案的典

藏機構國史館的「國家」認同，一度由傾向

國民黨（「國民黨終將光復大陸」）轉而強

調臺灣人意識（「臺灣獨立於中國之外」），

也折損蔣中正檔案編纂的有關記憶。

臺灣的民主化尚且造成了第三個、也是

最重要的體制間斷，扭轉了「事略」的原始

目的。不再只是流通於少數黨員間的內部文

件，「事略」如今改而向全世界開放。國史

館自 2003年開始出版「事略稿本」，前館
長張炎憲（任期 2000-2008）在序言中提到，
「事略」有助於釐清蔣中正的政策與史事發

生順序，並呈現了他的「真正想法」與「內

心世界」。雖然蔣中正想法的「真實性」

有待下文討論，這個看法卻指出了「事略」

有別於國民黨文宣塑造的蔣中正故事。由於

「事略」照章記載蔣的言行，例如直接收錄

他的某個電文，而非轉述其內容，因此與第

三人稱的大事紀要、傳記或自傳相較，操弄

文字以達成宣傳或創作目的的空間較小。

體制間斷對於我們理解「事略」而言，

好壞參半。一方面，國民黨撤退臺灣、其

後臺灣史成為顯學、加上資料文件的幾次搬

遷等，對於「事略」作為歷史文件，有關編

纂目標與方法的整體記憶因而中斷。另一方

面，民主化終於使這些曾經是機密的文件對

外公開。下節將探討「事略」因體制中斷所

產生的鴻溝與機會。

「事略」與中國傳統史學

蔣中正的「事略」與中國正史史學與文

體密切相關，正史記述各朝代帝王政績，並

強調公共道德與政權正當性。因此，正史與

「事略」所設定的讀者群相似，包括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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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領袖與史家，但「事略」的讀者較廣，

也包含一般民眾。將「事略」置於中國傳

統史學的脈絡思考，我們可以更清楚地剖析

「事略」與其前身的異同。

《春秋》（西元前 722-481年）深刻
影響其後的史學著述，給予「史家應堅持

政治道德此一概念的首次權威性表示」

（Gardner, 1970:13）。因此，儘管史官以客
觀呈現史實為宗旨，隱惡揚善也是重要目標

（Vogelsang, 2005:150）。「事略」仿照《春
秋》編年體例，更效法其教化寓意。

如同傳統史官，「事略」主稿者經由

編訂史料，提高歷史教化功能。然而，

蔣中正個人貢獻更大，他的文稿充滿了儒

家道德教訓（參見袁惠常，1934年 3月
20日；《蔣中正日記（以下簡稱蔣）》
2006:25/237-318），並舉歷史人物為楷模，
以沉潛二十年終於滅吳的句踐、宋代英雄岳

飛（袁惠常，1934年 2月 11、17日；蔣中
正 2006:24/387, 440-41）及耶穌（袁惠常，
1934年 5月 4日；《蔣》2006:26/24）等為
例，鞭策自我與部屬實現統一中國、擊退日

軍。受王陽明所倡新儒家的致良知學說啟

發，蔣的教化思想也期許自我能改過向善

（參見王宇高，1928年 6月 15日項；《蔣》
2003:3/520）。因此，秘書們所編抄的資料
已蘊含教化意旨。

「事略」打算教化何人呢？可能是未來

的中國領導人，尤其在面臨內憂外患之時。

正如蔣以先賢為師，未來的領袖則可以他為

依歸，效法他「忍恥」以領導國家克服困

境。

除了教化目的，「事略」與官修正史同

樣以建立政權的正當性為目標。自唐迄清，

對於以武力征服或叛亂取得政權的朝代而

言，編修正史一事特別重要。延續傳統編修

前朝正史能夠證明本朝的「正統」，並藉由

召募前朝文人與忠臣修史，進一步加強其正

當性（楊聯陞，1965:47-48）。
依此類推，後世政權應能取材「事略」

來編修正史，以鞏固蔣與這些政權的正當

性。有趣的是，過去二十年間，中國共產黨

領導階層也以相同策略，重提抗戰為中國大

陸與臺灣尋求共識的契機，並再次評價蔣中

正：他不再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反動工具」，

而是「曾犯了嚴重錯誤，但抗戰期間扮演重

要的愛國角色、所領導的政府對中國近代化

卓有貢獻者」（Mitter, 2004:298）。
未來的專業史家或黨史專家也可能對

「事略」感興趣。前者可藉此衡量蔣中正政

權的正當性，後者則能據此撰寫官方歷史，

好比秦孝儀的著作，以加強國民黨的政治正

當性與影響力。這二類史家都能影響當代或

後世對於蔣及其領導風格的理解與詮釋。

「事略」與正史仍存在重大差異。日記

皆為二者的主要素材，但日記的產生方式

卻截然不同。古代「起居注」史官記錄的是

「皇帝所有公開言行及其參與治理和其他

事務的細節」（Gardner, 1970:88）。皇帝
被禁止閱讀本朝紀錄，以保障史官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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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聯陞，1965:50），並「透過詳盡、中
立的記載所知之事，防止皇帝失職或觸法」

（Franke, 1965:61）。
皇帝駕崩後，使臣集合而編寫「實錄」，

主要即根據起居注，並補充皇帝在位期間的

其他相關材料（Franke, 1965:61）。官修正
史網羅「實錄」等史料，內容涵蓋歷代帝王

傳記、典章制度、皇室系譜年表、名人列傳

等（Gardner, 1970:87-88）。
與帝王的「起居注」不同，蔣中正自己

寫日記，他也積極參與編纂「事略」。這些

都可能危害了正史所重視的客觀性。然而，

下節在深入探討後發現，某些因素仍有助維

持「事略」的可信度。至少，日記可與其他

史料交參佐證，包括他會見何人、搭乘何種

交通工具、所在何方。更重要的是，當蔣表

達個人意見時，秘書會以原文引述。儘管不

可能完全客觀，秘書將日記中主客觀內容加

以區別，接近正史的客觀性。

另一方面，蔣中正個人的深刻印記使

「事略」與中國史學傳統明顯斷裂，並反映

新的世界秩序，領袖以民族主義訴諸大眾，

也因此透露更多的個人性格。與正史中的公

共形象不同，「事略」的公共形象與一般大

眾相關。「事略」以民眾為目標讀者，不僅

以建立蔣的政治影響力為目標，並以愛國主

義與民族主義灌輸後代，傳達國民黨執政時

期中國的艱難處境。

「事略稿本」的意義及內涵

上文的討論可能使人以為「事略稿本」

與正史同為成書，其實並非如此。以「事

略稿本」為題的意義及內涵，是理解蔣中正

後世形象塑造工程的基礎，值得深究。「事

略」之名，與中國史書傳記體裁相類，但結

構較為鬆散。「事」字意指「事件」或「事

務」，「略」字意指「忽略」或「大約、簡

略」的意思（《漢語大詞典》，1993），標
明該體例的特殊性，表示其未完成，根據姚

華的解釋，「（事略）或生平梗概，雖已悉

書，然恐其不詳也，故亦稱略，以待增益。」

（《漢語大詞典》，1993）。
事略的體例使選擇或架構史料的彈性大

增。如姚華所言：「事略不必如行狀、行述

〔註：二種提供立傳依據的文體〕之具備，

即一言一事，亦可成篇。」（《漢語大詞

典》，1993）。陸垹所著《群忠事略》涵蓋
明代君權鬥爭下所產生不名譽的靖難之變，

這是由於事略體裁與逐年紀事的「年譜」或

官員「傳記」有別，得以詳細記載此類關鍵

事件。〔譯註：陸垹《簣齋雜著》：「縉雲鄭禧宗慶，

卒安慶。予以使至，索其書觀之，有所謂《群忠事

略》者，蓋紀靖難時死事諸賢。」（〈忠賢奇秘〉，

頁 4）《群忠事略》係鄭禧所撰。〕事略題材包

括言論與事件，也能擴及歷代史志。如南宋

王偁所撰《東都事略》，記載北宋九朝事蹟

（《漢語大詞典》，1993）。
雖然蔣中正的秘書以類似「年譜」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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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逐日記事，「事略」的體例仍具特質。

一方面，蔣的「事略」既有別於傳統正史手

法，也與其當代的編年傳記如《陳布雷回

憶錄》（1967年出版）不同。後二者記事
平鋪直敘，排除個人著述或言論，也因此使

讀者無法一窺傳主性格。另一方面，蔣中正

的「事略」仍接近歷史寫作標準。除了節抄

言論、函電及日記，主稿秘書以正史的客觀

精神撰述事件始末，蔣中正的「事略」因之

也與其侍從秘書張令澳個人的回憶錄（1995
年）風格相左。如何打造這種介於兩者之間

的手法，主稿秘書在「事略」的編纂上各有

所表。這些差異稍後再行探討。

與事略的「略」字意義相近，「稿本」

一詞還表示了另一層內涵。內部流通的這些

稿本，是黨的秘書或史家編寫官方紀傳的材

料。由於這些材料只對黨內公開，「事略」

的主稿秘書因而較能自由地嘗試取用日後

可能被摒棄的材料。

稿本展現了不同階段的完成度。初期

（1927-1933）的「事略」較之後期（1934-
1949）更類似草稿。這也許是由於擬稿的階
段不同，抑或 1934年以後資料彙整方法較
有系統，或者兩者皆是。稿本因此以數個不

同階段的完成程度公諸於世。

與上述完成度較高的秦孝儀的《總統蔣

公大事長編》（1978年）相較，更加突顯「事
略」保存稿本狀態的重要性。首先，秦孝儀

只挑選重要日期編寫；再者，更重要的是，

對蔣不利的細節都被刪除。所有中西史家都

避免不實敘述，但中國史家還可能被迫刪去

令人蒙羞的訊息（Gardner, 1970:68）。
因為秘書們採用了一種靈活的中國史書

體裁編寫「事略」，如今以稿本形式對外公

開，我們得以觀察塑造蔣中正後世形象幕後

的集體努力。

塑造公共形象

製作「事略稿本」的終極目標在為後世

塑造有關領袖蔣中正的故事，情節則應首

尾連貫且令人信服。為了實踐目標，主稿秘

書必須考慮所收錄言行與事件對歷史或對

蔣中正個人生命有相當的重要性，並且為通

篇「事略」選擇統一的「語氣」（劉維開，

2003）。本節首先分析「事略」各個組成部
分的功能與彙整方式，再評價三位主稿秘書

為後世塑造蔣中正「公共形象」的努力。

在可運用的材料之中，蔣中正日記是最

重要的。秘書節選日記內容反映蔣在「第一

時間」對其公開形象的製作與加工。日記之

外，另補充摘錄講稿、函電、報告等，以呈

現同樣在第一時間，蔣面對士兵、學生、官

員時所投射的形象。將公私（至少在掌權時

有公私之分）材料並列，秘書們企圖為後世

展現領袖人物如何隨著時間推移，建立並詮

釋他的公共形象。日記是個測試場，雖然秘

書們忽略公眾的反應，卻經常抄錄日記裡蔣

中正對公眾反應的看法，因此我們再次得以

察覺秘書們所建構出蔣為回應群眾重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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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對後世合理化其行為的證據（例如王

宇高清楚呈現了蔣決定容忍日軍占領濟南，

是為了完成北伐，並非由於軟弱或畏懼而離

棄市民）（王宇高，1928年5月6日；《蔣》，
2003:3/280-85）。
為了拼湊故事，秘書們選錄的材料往

往十分坦率，坦率到甚至令人覺得不該公

開出版。舉例言之，王宇高寫到蔣中正對

汪精衛的印象：「與兆銘語總覺無趣。」

（王宇高，1932年 3月 12日；《蔣》，
2004:13/406）。這類摘錄使秘書能靈活運
用以型塑蔣的公共形象。

秘書們是如何將日記的片段結合於「事

略」中呢？追根究柢，原始的日記段落是什

麼樣子？首先，日記本印有固定格式，每頁

上方為名言警句欄，其餘尚有「提要」、「氣

候」、「溫度」、「地點」等數個欄位。此外，

蔣也自創項目，包括「雪恥」、「注意」、

「預定」及「反省」，但並無固定次序，也

未必每日撰寫（參見 1933年 1月 26、27日
〈蔣中正日記〉，盒 36，胡佛研究所藏）。
為使摘抄的日記片段合適放入「事

略」，秘書們有時會將其改寫或重新措辭，

以符合史實。舉例來說，1928年 5月濟南
慘案發生後不久，蔣於日記闢「雪恥」一

欄，首欄寫道：「整頓教育，嚴整組織，用

賢任能，是滅倭雪恥之要（王宇高，1931
年 5月 14日；《蔣》，2003:3/350；粗體
為作者所加）。這裡王宇高刪去「滅」字而

以「抗」字取代。儘管與原著不符，王宇高

忠於實情，另一方面也緩和了傳諸後世的公

共形象。

秘書們也將日記內容改為第三人稱。顯

然在遵守原意的範圍內，他們可以自由編

寫蔣的文字。舉例來說，我們可將 1936年
12月西安事變時宋子文訪蔣的相關日記原
文與「事略稿本」經由秘書摘抄的段落相對

照。原文為：

上午十一時許，余正在睡中，子文忽入

門，余目猶迷霧，不辨其為子文也。少

頃清醒，始識其真為子文。

「事略」摘抄為：

公仍在高宅。今晨，公睡最酣。上午

十一時，宋子文推門入見。公於朦朧中

幾不辨為誰，移時清醒，乃知為子文。

在後段中王宇高至少改寫了三處：其一，將

日記原文場景化，指出蔣人在高桂滋公館。

其二，也許由於蔣上午十一時仍在寢（他通

常黎明即起）而睡眼惺忪，王推論蔣熟睡好

眠。其三，王將觀點由主觀改為客觀。蔣的

主觀印象是宋出現於迷霧中，王則客觀描述

蔣雙眼朦朧。

一方面，王宇高的改寫影響了「事略」

中蔣的發聲。後人從此必需仰賴秘書的推論

及詮釋。蔣確實熟睡嗎？也許他一夜未能成

眠，因而雙眼模糊。蔣以為宋出現在濃霧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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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觀感受也被刪去了。

另一方面，王宇高和其他秘書明白，

「事略」不僅止於日記的抄錄。將日記片段

場景化有助於全面呈現蔣的政治領導風格，

此外，第三人稱敘述使「事略」整體文風一

致（劉維開，2003年）。雖然秘書們改寫
蔣的文字可能因而忽略或誤解原意，但卻補

充了場景與細節。

秘書所選錄的片段顯示了蔣中正日記篇

幅既長且有條理，其中包括了每日起床時

間、正在閱讀的書籍、身體狀況、經過之處

與交通方式等等。這些日積月累的觀察紀

錄，對於理解蔣的習性非常珍貴。也許知道

他每日早起閱讀一事無關宏旨，但了解他一

次一本、有系統而徹底地看書，則能提供洞

悉蔣領導風格的線索。

這些抄錄的片段也反映了蔣對新儒家自

我修養的強調。例如 1928年 6月 15日當天，
蔣發了兩次脾氣。自我檢討「余好勃然憤

怒，甚至失態」（王宇高，1928年 6月 15
日項；《蔣》，2003:3/520），蔣在日記中
寫道：

不發怒，不罵人，亦不灰心。﹝我必

須﹞養其﹝怒氣﹞未發之中，以求既發

之和。庶幾其可乎。

往後的摘錄也一再顯示蔣努力抑制脾氣（例

如王宇高、王宇正，1928年6月19、20日）。
透過類似節抄，秘書們嘗試將蔣描繪為一個

力守新儒家傳統而品行端正的領導人。

最重要的是，秘書們透過抄錄並將文字

片段場景化，表現蔣對扭轉歷史進程的努

力。蔣的雪恥欄如何反映他與軍閥馮玉祥

1928年的對談？他如何回應 1931年黨內的
嚴重分裂？對於日軍進犯瀋陽，他的替代計

畫是什麼？如此這般的付出，在在突顯了蔣

在真實生活中為樹立自我公共形象的嘗試。

如果日記摘錄主要地確立了後人對蔣領

導風格的理解，那麼函電、報告及講詞則使

人更進一步了解他與軍隊領導同僚、下屬、

士兵及群眾的互動。檢視這些次要的組成部

分可以發現，秘書們通常每日收錄電文。電

文經常是蔣的直接命令或要求（例如軍隊移

師）或對他人電報的回覆。由於電文文句明

確，秘書毫無改寫的空間，有時則提供背景

資訊，再全文抄錄。

秘書很少收入報告。以〈敵乎？友

乎？〉一文為例，原刊於《外交評論》雜

誌，並收錄於一本新生活運動的小冊子。與

日記、電文、講詞不同，蔣並未親自撰寫這

些文稿。關於蔣對 1934年〈敵乎？友乎？〉
一文的貢獻程度，有以下兩種看法。根據

秦孝儀（1978:784〔譯註：應為786〕），蔣是主

要作者：「公所著〈敵乎？友乎？〉一文，

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蓋以日本增兵華

北⋯乃口述〈敵乎？友乎？〉一文，由陳布

雷筆錄，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於《外交評

論》雜誌。」另一方面，張希賢（1995:2）
則指出，許多人誤認該文出自陳布雷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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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然，此文初稿是蔣中正授意徐道鄰

以學者身分表明抗戰決心⋯不過經陳布雷

修改而已。」兩種說法不僅分歧，且都未能

說明蔣參與的程度。秦指蔣從頭至尾口述全

文的說法令人難以相信，而張也未能釐清實

情。蔣若確實「口述」，即非只是個合著者。

雖然蔣親自執筆的程度令人存疑，「事

略」仍收錄如上例的重要報告。有時連蔣

並未參與的報告也被收錄，原因是有助於

交代在回顧時看來是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

去脈，如萬寶山案及朝鮮排華慘案調查報

告，此即日本於 1931年為策劃九一八事變
並最終占領東北的前哨戰（〔譯註：報告作者為

汪榮寶〕王宇高，1931年 8月 6日；《蔣》，
2004:11/491-514）。儘管秘書們經常全文收
錄此類報告，後續改稿時仍可能將報告加以

精簡摘述，以便更準確地呈現蔣的領導風

格。

關於「事略」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講

詞，秘書傾向於選錄即席的、較具蔣個人觀

點的演講，包括道德訓話，或稱「教訓」或

「訓練」，以及精神講話。雖然蔣缺乏公眾

演講的魅力，聽眾反應他的演講冗長乏味、

浙江口音濃重而難以理解，然而其講詞內容

卻出人意料的直率。

一回演講，蔣指出進場時正門口的痰

和鼻涕令人憎惡。蔣斥責聽眾道：「如果

外國人比方美國或意大利顧問他們看見，

一定覺得這件事就可以表現我們民族的野

蠻。」（袁惠常，1934年 2月 2日；《蔣》，

2005:24/241）。在另一場演講上，蔣提及
曾聽到葬禮上西方軍樂與中國古樂並奏、參

加者身著蔴衣卻乘坐現代汽車，因而悲嘆喪

葬儀式常見「亂」象（袁惠常，1934年 3
月 26日；《蔣》，2006:25/343）。這類講
稿使人發現，蔣經常為正當形式的缺乏而驚

駭，不論在儀態、服裝、儀式方面，文字記

錄了他的立即反應，未經秘書修改或緩和語

氣。

並非所有講詞都如此直接或即席的。此

一風格最常見於蔣對軍校學生的講話，也許

他對這類聽眾感到最自在。

總之，為後世塑造蔣的公共形象是個集

體事業。儘管蔣是主要製作者，他的秘書們

也舉足輕重。考量「事略」形如草稿，秘書

們的編纂能力、態度及見解，確實存在很大

差異。

三人之中，孫詒在塑造蔣一貫的公共

形象的工作上並不稱職。他所編纂的稿本

（1927、1930及 1933年）缺乏條理，也未
見條理化的嘗試，一冊的頁數經常僅是王或

袁的一半。孫詒排除了諸如蔣的起床時間或

閱讀何書等細節，有時甚且不收入或節抄講

詞。然而，有時孫也對某場演講有所領會，

因而將其全文收錄。為了收錄某篇講稿，孫

偶一為之地將該冊頁數擴充到 250頁，超過
他冊平均頁數的一倍（孫詒，1933年 10月
2日；《蔣》，2005:23/6-253）。補充在頁
邊空白處的不是一兩行文字，而經常是數百

個密密麻麻的小字（孫詒，1930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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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2003:7/454）。秦孝儀以紙片（日
期註明為 1958年 8月）在孫詒所編 1927年
的「事略」上註明：「內校定七十一處，有

重要關鍵者六處」。筆者在閱讀孫詒的抄稿

時，彷彿可見一個不斷看錶的人，隨時預備

準時下班開溜。

相較之下，袁惠常的作品使人覺得他是

個謹慎而忠誠的部屬。他的書法精美，本

人或後人都極少能再加修改。一旦有筆誤，

袁習慣將該行出錯處剪下，貼上正確的（如

1934年 2月 5日，印行本則無法識別）。
不過，袁的「事略」內容卻有些枯燥，總是

選取有利於蔣的文稿。他所塑造的公眾形象

雖然一致，但欠缺令人信服的故事。

最後，王宇高這個受過訓練的中醫，寫

著一手該行業典型難辨的字跡。與袁不同，

王的作品跳脫「忠誠」的框架。筆者認為他

嘗試連貫分散的材料，對於美化蔣的後世形

象一事不大在意。結果他的「事略」既寫實

又具說服力。

編纂「事略」需要洞察力。孫詒很明顯

地是三人中最無能的。相較之下，袁、王稱

職且各擅勝場。這些在塑造蔣的公共形象上

的差異，突顯了秘書們有自由處置的空間，

並呈現彼此在能力與動機上的顯著差別。

可信度

雖然袁、王二位秘書勝任「事略」的編

纂工作，其作品的可信度仍然啟人疑竇。

畢竟接觸蔣中正的相關史料，總令人有些

戒心。蔣中正透過秘密組織如勵行社的協

助穩固政權，忠心耿耿的秘書所編纂的「事

略」，也不免被懷疑為其神話製造大業。

「事略」的至少兩個主要來源，特別讓人加

深懷疑，其一為政治的，其二為歷史的。

有關政治的來源，一般以為，蔣中正與

國民黨的相關史料流於「表面」，指的是史

料僅作外在描述而缺乏實質內容。相反地，

這又暗示了表面之下才見「實際」，內含可

信之證據。「表面」有混淆視聽的意圖：蔣

事實上另有絃外之音，或藉此掩飾陰謀。

這兩層意思都使「事略」的可信度遭到

懷疑，也使我們將注意力轉而超越對史料

本身的評價。關於第二層意思，表面與真實

可說密不可分，不是將表面如面具般揭開就

能神奇地顯露真實。有關真實的主張僅是假

設，是透過對表面仔細研究所建立或多或少

可靠的推測。此外，所謂「實際」事實上可

能不過是另一層表象。講稿或寫作所呈現

的，畢竟是個人依其觀點對事件的不完美再

現。

因此，為了評估「事略」的可信度，「表

面」可視為是張可重複塑造的柔軟表皮，用

以捏造出一張最具說服力的臉。如上所述，

稿本各部分完成度不同，以致於蔣的「表

面」在 1927年至 1934年的部分屬於草創階
段，1934年以後的部分則完成度較高。也
因為早期的擬稿是分層進行的，讓我們看見

主稿秘書預期讀者對其可信度的質疑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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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斷地重塑蔣的「表面」。

在塑造蔣中正的「表面」工作上，兩

種時間因素（temporalities）發揮作用：
一是秘書編排抄錄的資料呈現了蔣在第一

時間裡如何塑造與重塑他的權威基礎。以

1930年蔣對抗南北軍閥的中原大戰為例，
與 1928年北伐完成後相較，蔣已經能更實
質地鞏固其權威。中原大戰之前，蔣在講演

中一再地、幾乎是過度地提到孫中山與三民

主義（袁惠常，1929年 4月 28日、6月 27
日、7月 6日、9日；《蔣》，2003:5/421-
34; 6/79-95, 148-73, 186-220）。彷彿他想藉
著與孫中山的一貫聯繫來加強他對外形象

的可信度。此役之後，蔣減少談孫，並改

而引用保守派理論家戴季陶對孫中山學說

的重新詮釋（王宇高，1931年 1月 19日；
《蔣》，2004:9/461-77）。這一連串的節錄
反映了蔣在塑造可信的「表面」工作上，日

漸減少對孫中山聲望的依賴。

秘書們與蔣合作塑造後世可信的「表

面」工作，另一種時間因素則與秘書相關。

在開始編纂「事略」之時，孫中山在國民黨

的地位已經不容置疑。秘書一貫在孫的名字

前低二格，以彰顯他的地位。另一方面，蔣

的地位還有待建立。以孫詒主稿的 1927年
「事略」為例，在每個汪（精衛）蔣並列的

場合都被註記顛倒次序的記號，表示蔣的

名字已經比汪的重要（1927年 9月 5日；
《蔣》，2003:2/10, 14）。另一個例子是，
編纂 1929年「事略」時，袁惠常稱呼蔣中

正為「先生」。其後，袁有計畫地刪除「先

生」，改為更加恭敬的稱謂「公」（1月 1、
2日項；《蔣》，2003:5/4, 15）。編纂 1934
年「事略」時，袁稱蔣為「公」，並前低一

格。

雖然秘書們有餘地去提升蔣的「表

面」，但也有其限制。假如袁惠常在蔣的名

字上空二格，便可能招致猜疑，特別是對國

民黨員來說，此舉將蔣與總理並列，是對孫

中山的不敬和傲慢。

與評估塑造蔣中正「表面」政治大業的

可信度相對，「事略」的歷史可信度則另有

衡量條件。秘書雖然以美化蔣為目標，但也

必須遵守史書寫作標準。如前節所談到的，

秘書首先需要挑選重要（亦即與重大歷史事

件相關者）或必要（以蔣的個人資料為例，

包括子嗣的出生日期、與宋美齡結婚等，對

歷史並無重大影響但於大事記中不論則顯

怪異者）（劉維開，2003）。
資料的重要或必要性自然待議。舉例

言之，秦孝儀曾推翻王宇高的判斷。考慮

1938年與日軍徐州會戰時人數更眾，秦以
精緻的書法加註，建議 1928年 4月 16日項
有關六或七千名敵對軍閥逼進徐州的文字

應當於下次抄錄時刪除（秦的注釋並未出現

於印行本）（王宇高，1928年 4月 16日；
《蔣》，2003:3/133）。另一個例子是，劉
維開（2003年）認為許多有關蔣回憶夫妻
間對談的摘錄是沒有必要的，理由是這些對

談與歷史事件並無直接關聯。我們還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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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對談與生卒日期、婚姻狀況等不同，難

以查證。

若是遵守重要與必要的原則能提升史書

的可信度，那麼加上個人對領袖的意見或詮

釋則有相反效果。如十八世紀史家章學誠所

言：

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

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

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為言之無

徵，無徵且不信於後也。（Wu, 1990:6 
［譯註：原文出自章學誠，《章氏遺書》卷

十四，頁 23b］）

秘書們強調蔣每日生活中可查證的細節，從

不抒發己見，如此他人則可對證據的可信度

作出評價。例如對日記的摘抄可與日記原文

查對，「事略」所摘引蔣的電文稿可與受電

人所收電文相查對。對於與特定人物的會談

紀要，當事人則可證明其真偽。最後，蔣的

所在位置與交通方式也能就侍從室以外的

資訊來源查證。

真實性還有最後一道標準。中國史學的

基本規範是「任何歪曲事實的修飾必遭受譴

責」（Twichett, 1962: 30）。因此，扭曲或
未加以證實的細節將折損資料的可信度。這

道最後標準不可避免地與塑造公共形象的

政治運作相衝突。如何處理可能有損形象的

細節呢？「為保持一貫」，Twichett指出：

當事件不符於其他史籍如編年史或他

人傳記所呈現的概貌，史家經常訴諸記

錄史實的策略，以便保留各自全貌，並

同時維護史家作為史實記錄者的專業

誠信（Twichett, 30）。

這正是「事略」可信度的致命弱點：秘

書們有目的地刪除了對蔣不利的細節。事實

上，「事略」中沒有蔣任何過度不當、違法

或殘酷的舉動。因此，可信度的問題基本上

來自於被刪除的資訊。

然而三項因素減輕了目的性刪節的問

題。首先，「事略」關乎一個持續塑造中的

公共形象，編撰者對於要刪除哪些資料並不

能做最後決定。其次，即使某位秘書部分或

完全地刪除不利於蔣的某些言論，讀者仍然

能看到這些被刪除的文句。舉例來說，蔣在

一次演講中曾經評論道：「總理之學問，以

西洋科學與中國文化為基礎，而余對中國文

化反重於科學。」（袁惠常，1929年 1月
20日；《蔣》，2003:5/75；粗體為作者所加）。
袁惠常主稿的「事略」在斜體句上劃了道細

黑線。值得注意的是，秦孝儀的《總統蔣公

大事長編》則完全省略了這句話。再者（此

因素與官方版傳記一體適用），「事略」之

外還能另覓證據，相關的傳記與其他資訊都

可加以補充。

王宇高較袁惠常更為可信。王清楚地貫

徹選錄資料的二個標準，亦即與重大歷史

事件相關或有助了解蔣的領導作風者，並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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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地將這二種資料並列，以呈現其中關聯。

1928年 5月與日軍於濟南發生衝突後，蔣
立誓每日必記如何向日本人雪恥方法一條。

王宇高持續抄錄雪恥文中觸及報復日軍的

實際策略或反映蔣的領導風格內容，主題包

括蔣如何克制脾氣、對日軍進攻的焦慮、接

納軍閥馮玉祥建言等。一如史家避免抒發己

見，王宇高不過問克制脾氣一事是否真屬於

「雪恥欄」，也許蔣的頻繁抱怨或挫折感受

可能對領導形象有害，王也不予刪除。

然而王宇高並不會連著數月抄錄雪恥

條，如果他認為內容空洞的話。1931年上
半年，與日本入侵相較，蔣明顯地更關注於

國內的分崩離析，雪恥欄便簡略為四字短語

如：

人定勝天。  
立志養氣。  
立品修行。（王宇高，1931年7月29日；
《蔣》，2004:11/454）

王宇高僅抄錄一次並告知讀者這半年的雪

恥欄內容相同，讓讀者省去重複閱讀的工

夫。

儘管袁惠常主稿的「事略」精細工整，

內容有時卻流於庸贅。例如 1934年起，蔣
開始在雪恥欄裡摘錄聖經。袁並不告知讀

者這一動向，卻固定不變地抄錄所有聖經引

文，儘管與每日重要活動極少關聯。袁在選

擇講詞上也缺乏一套摘選方法（除了美化蔣

以外），未能讓讀者理解對蔣長期思想發展

關鍵性的主題。最後，袁對於自認有爭議性

的材料特別謹慎，舉例來說，他刪除蔣中正

與孫中山的不同意見，如上述蔣爭論文化重

於科學的看法。結果袁所塑造的蔣的公共形

象不僅較可疑，並因此缺乏說服力。

結論

跟隨朝廷史官與史家的腳步，蔣中正的

秘書們以與正史相仿的文體編纂史料，目標

除了堅守專業誠信，更重於樹立蔣政權的政

治影響力。然而，其成果與正史並不相同，

它反映了民族國家形成的新政治秩序已重

新定義國家、領導人與中國人民的相互關

係。

在此背景下，秘書們製作蔣的故事時，

在需要顧及一般國民感受之處，便會採取新

形態的溝通方式，摘錄日記及蔣對不同群眾

的言論。此類變遷反映了大眾政治的動力，

這是過去帝王時代所缺乏的。

秘書本身也反映了此一變動的情境。張

令澳（1995:17）指出，許多侍從室秘書留
學海外，不諳古文書寫。與毛思誠早年完成

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1965
年出版）相較，「事略」的書寫相當口語化。

如果 1940年代「事略」的編纂反映了
世界政治環境的重要變遷，1980至 1990年
代臺灣的民主化則給予大眾史無前例的機

會觀察為後世塑造公共形象的幕後過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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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稿本呈現了秘書們在為蔣塑造影響力上

的付出有所不同。此外，編纂史料也需要高

度技巧。尤其是秘書除了要對蔣及對外在世

界皆能充分了解，更要創造一個連貫的故

事，他們得從三小時的講稿中挑選兩分鐘的

片段、從長篇電文中挑選三行、或從日記裡

挑選某個段落，好能清楚呈現出蔣與同僚、

部屬、家人及民眾的互動，以便回應或型塑

歷史事件。與此同時，他們必須在「客觀」

描述真實的史書標準與美化蔣的政治意圖

間加以權衡。

諸多問題仍然存在。秘書們（除了孫

詒）必然知道未來對蔣領導政權的分析將仰

仗一本以「事略」為基礎所編修、最終的

官方版編年傳記，好比秦孝儀的大事長編

（1978年）。畢竟建立蔣的歷史地位有賴
對其政治和歷史背景、政策及他人互動等等

的回顧性分析。因而秘書們建立蔣的公共形

象的目的，在於型塑後人對其歷史地位的詮

釋。

蔣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影響仍有爭議，有

時尚且受當權者需要的重新評價而左右。究

竟蔣是一個反動的獨裁主義者，或是個對於

建立現代國家體制舉足輕重、胸懷遠見的進

步人士（Fenby, 2003:501）？「事略稿本」
既已公諸於世，是否對此辯論結果有決定作

用？答案還得視主稿「事略」的秘書而定。

例如，孫詒貢獻有限；袁惠常賦予忠貞分子

的觀點，下筆充滿防備。反之，王宇高以世

故而寫實的手法編纂稿本，相關辯論可能因

此被重新定義。王宇高尤其能技巧性地抽離

對蔣的好壞二分法，並仔細檢視領袖與歷史

情境的複雜互動。

儘管蔣的歷史評價至今仍持續存在矛盾

（Spence, 2004），秘書們的作品與蔣個人
的大量寫作與言論，確保這段歷史將繼續為

人所關注。「事略」所呈現的形象塑造工作

不僅有助於了解國民黨執政時期蔣的權力

鞏固條件，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後人對其政

治遺緒的詮釋。

後記

本文改編並擴充自作者 2005年芝加哥大學
博 士 論 文 “Chiang Kai-shek’s Uses of Sham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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